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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一体化进程正在加剧，

这与交通、通讯设施的日益完善有关。城市之间人、物、

信息、资本、技术的流动速度不断加快，1989 年卡斯特

（Castells）提出了以流通要素构成的空间形式——“流

空间”（Space of Flow）概念 [1]。在流空间背景下，以

“流”作为真实的关系数据（relational data）反映城市

之间的相互作用，促使区域空间结构的研究从城市的内

部特征转向城市的外部关系，关注点从城市的形态、核

心—边缘、等级体系转变为城市网络的结构、功能和连

接关系 [2]。泰勒（Taylor）提出中心流理论（Central Flow 

Theory），其实质是进一步修正了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3]。梅耶尔（Meijers）甚至将这种转向视作

区域研究范式的转换 [4]。

由于获取“流”的难度较大，“流”测度早期是基于

假设并运用逻辑推理模型进行理论解释和理论推导的 [5]，

随后采用经济、社会、文化等指标，借用引力模型、断

裂点模型、潜力模型等来模拟各种“流”。当前“流空间”

的测度手段有参量替代和实测流分析两种方法 [6]。参量

替代法是目前常用的方法，该方法主要是通过其他数据

类型替代无法观测的关联数据，比如以企业关联数据代

表经济流、客运班次代表人流。传统的实测流分析是获

取区域内城市之间真实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等，比如

以交通调查数据代表的人流、邮政数据代表的信息流。

近些年大数据研究兴起后，以手机通话数据、互联网数据、

移动定位数据等作为实测数据，降低了“流”数据的获

取门槛，丰富了“流空间”的认知，吸引了诸多学者用

不同类型的“流”来描述区域空间结构。

随着“流空间”视角下区域空间结构研究逐步在西

方成为热点，对此国内已有甄峰、修春亮、赵渺希、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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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发现研究领域集中在区域中心性测度方法，从功能性角度识别多中心空

间结构，传统腹地和网络腹地的划分以及中心地理论、城市网络理论和引力

模型等理论验证四个方面。四个方面的研究深入都与“流”类型及其测度方

法演变密切相关。不同类型的“流”数据在区域空间结构研究中起到了重要

推动作用，尤其是手机信令数据、互联网数据、手机通话数据等大数据能更

好地反映区域城市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为“流空间”视角下的区域空间研

究提供了新的机遇。以“物流”数据测度的“流”分析、整合大数据和传统

数据、进一步认识不同类型“流”差异及适用环境将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view of recent literatures of regional spatial structure studi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of flow, this paper finds most researches focused on four areas: 
measurement of regional centrality, identification of polycentric spatial structure in 
functional perspective, delimitation of traditional hinterland and network hinterland, 
as well as the verification of central place theory, network theory and gravity model. The 
studies in these four areas are all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volution of the types of flow and 
their measurement methods. Different types of data of flow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study of regional spatial structure. Big data especially such as mobile phone signaling 
data, internet data and mobile phone call record data can better reflect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regional city spaces. The emerging big data provides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research of regional spatial structure in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of flow.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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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 types and its applic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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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中心空间结构识别

多中心空间结构的识别是区域空间结构研究的热点。传

统识别方法主要是从城市形态（规模）上判断，但卡马尼

（Camagni）以电话的通话数据代表意大利北部地区的城市

之间的功能联系，在排除米兰的影响后，发现区域内核心城

市是小城市，颠覆了传统的认知 [24]。这表明形态上的单中心

结构也可能是功能上的多中心结构，形态上的空间结构并不

能体现城市之间功能上的联系。基于“流”的多中心空间结

构研究会带来新的认知。

有研究发现形态上的多中心结构不等于功能上的多中心

结构，完全的多中心结构并没有出现，而单中心空间结构却在

强化。2006 年霍尔领导的 POLYNET 项目以欧洲 8 个城市区域

为研究对象，基于城市间通勤数据、企业关联数据以及访谈调

查数据，采用功能性多中心度测算方法（表 1），证明形态上

的多中心结构并不等于功能上的多中心结构，一些城市区域

的单中心结构进一步加剧 [25]。2010 年戈埃（Goei）以 1981年、

1991 年和 2001 年三个时间截面上英国大东南部地区的通勤模

式，表明英国大东南部地区并不存在多中心结构 [26]。2007 年

雷姆塔纳库尔采用 1992 年、1995 年、1999 年和 2002 年荷兰国

家交通调查数据，采用“S-dimensions”（表 1）测度 23 个城市

区域 10 年间通勤流和休闲流下的网络结构演变，表明不存在

完全的多中心结构，城市之间近距离出行量增长速度高于远距

离出行量，城市区域的集聚程度逐步增强 [27]。

有研究认为多中心结构存在并且不同的经济发展程度影

响多中心结构。2010 年博格莱斯（Burgalassi）以 2001 年出

行调查数据采用“S-dimensions”测度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区

287 个城镇，研究表明托斯卡纳区存在多中心空间结构 [28]。

2016 年刘行健通过从网上抓取的城际客运、客运铁路、城际

航空的营运表估测城市之间的人流联系，采用功能性多中心

度测算中国 22 个城市群的多中心性，发现东部沿海的城市

群存在形态与功能上的多中心空间结构，中部的城市群存在

形态多中心而功能单中心的空间结构，而西部的城市群则是

形态与功能上单中心的空间结构，表明不同的经济发展程度

影响多中心结构 [29]。

空间尺度、时间维度也会对流空间下的多中心空间结

构产生影响。2006 年泰勒以欧洲 8 个区域内 200 个城市近

2 000 家高级生产性企业的总部分支机构建立城市之间的关

联网络，在区域、国家、欧洲、全球四个尺度量化多中心空

间结构，研究表明不同尺度下的区域空间结构存在明显的差

异，多中心空间结构随着尺度的增大而减弱 [30]。2007 年雷姆

塔纳库尔基于 2001 年 7 月—2002 年 7 月欧盟 15 国和瑞士的

远距离（超过 100 km）出行调查，获得 8 万人（15 岁以上）

康等学者以不同的“流”数据对城市体系、空间结构、腹地

等区域空间问题展开研究 [6-12]。本文将着重以国外相关研究

文献为线索，基于“流”的测度方法演变，从区域中心性测

度方法、多中心空间结构识别、区域城市腹地划分和理论模

型验证四个方面分析国外研究文献，审视区域空间结构研究

中的“流”数据的类型、特点以及应用，有助于国内学者系

统了解相关领域的当前发展动态以及未来发展方向。

1  区域中心性的测度方法

中心性的测度方法是区域空间结构研究关注的焦点。中

心性（Centricity）最早由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于 1933
年提出，采用城市内电话线接头的数量作为数据，以区位

熵法测算城市的中心性 [13]。早期研究是霍尔（Hall）、里德

（Reed）等以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指标测度城市中心 

性 [14,15]，随后弗里德曼（Friedmann）、萨森（Sassen）等以总

部企业机构的数量反映中心性 [16,17]。这些方法关注于各种城

市指标，采用复杂的数学模型反映城市内部特征，通过城市

所在区域的绝对地位反映中心性，但忽视了城市之间的相互

作用。

基于“流”的中心性测度，是根据“流”具有方向的关

联数据特征，从城市作为网络节点的连通性（Connectivity）、

节点之间“流”强度两个方面测度中心性。

节点的连通性是当前主流方法。最早由弗里曼

（Freeman）于 1978 年以节点的联系数量、节点之间的接近

程度以及最短路径数来反映中心性 [18]。2001 年泰勒以企业

关联数据测算城市之间的联系数量从而测算中心性 [19]。2011
年尼尔（Neal）进一步考虑节点与其相联系的其他节点的关

系，提出以节点的控制力（Power）代表对资源的流通的影

响 [20]。1989 年惠勒（Wheeler）提出优势流法，其实质是选

取流量强度排名前列的流来计算节点的连通性——以美国联

邦邮政数据作为信息流，从中筛选信息强度排名前四的信息

流代表美国 48 个大都市地区的空间联系，作为大都市区中

心性判断的依据 [21]（表 1）。
节点之间“流”强度是从节点在网络的相对强度衡

量中心性。2004 年格林（Green）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法中

网络密度概念，提出了以网络节点之间吸引量的标准差与

网络密度作为功能性多中心度 [22]。2007 年雷姆塔纳库尔

（Limtanakool）则在综合考虑节点的相对强度和连通性的基

础上，提出“S-dimensions”指数测算中心性 [23]（表 1）。
基于“流”的中心性测度方法与传统方法相比，是一种

“相对中心性”，更能体现节点之间的相互关系，突破了传

统方法“绝对中心性”局限。中心性的测度方法是区域空间

结构研究的基础。



29 2017 Vol.32, No.6国际城市规划

王垚  钮心毅  宋小冬    “流空间”视角下区域空间结构研究进展

表 1  区域中心性的测度方法

方法 中心性指数 公式 作用

弗里曼 i

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
反映了某个节点与其他节点的关联性，并且也依据

网络规模（g）而定

接近中心性（Closeness Centrality） 反映在网络中某一节点与其他节点之间的接近程度

中介中心性（Between Centrality）
以经过某个节点的最短路径数目来刻画节点重要性

的指标

泰勒 ii 节点关联（Nodal Connection） 反映了某个节点在网络中关联的重要性

尼尔 iii

递归中心性（Recursive Centrality）
不仅关注关联网络的连接性，还重视连接城市的重

要性

递归控制力（Recursive Power） 支配其他城市的能力，相对的概念

惠勒 优势流法（Dominant Flow） 通过某个节点在关联网络中的较高优势流向去判断该节点在网络的地位

格林 iv

专项功能性多中心度

（Special Functional Polycentricity）
反映单个网络的总体多中心程度

综合功能性多中心度

（General Functional Polycentricity）
反映多种“流”构成网络的总体多中心程度

雷姆塔纳库尔

S-dimensionsv

结构（Structure） 熵（Entropy） 衡量整个网络联系的均衡性

强度（Strength）

优势（Dominance）   反映某一节点联系强度相对于平均联系强度的优势

相对强度

（Relative Strength）

反映两节点之间的联系强度与整个网络所有节点之

间联系的相对强弱

对称性 Symmetry

节点的对称性

Node Symmetry
反映某一节点向心流强度和离心流强度的差异

联系的对称性

Link Symmetry

反映节点之间的向心流联系强度和离心流联系强度

的差异

注：   i X ij 指节点 i 和节点 j 之间的线联系；g 指网络中节点的数量；d(N i，N j) 指节点 i 和节点 j 之间的最短距离；g jk 指节点 j 和节点 k 之间的最短

路径的数量；gjk(Ni) 指节点 j 和节点 k 之间所有经过点 i 的最短路径的数量。

  ii Rai 指公司 i 在城市 a 中的所有企业总部与分支的联系。

  iii Rij 指城市 i 和城市 j 的联系强度；RCj 指节点 j 的度中心性。

   iv σϑ 指节点等级的标准差；σϑmax 指一个节点为 0、另一个节点为网络 N 中的最高值的双节点网络的标准差；∆指网络密度；PGF(N) 指功能

网络 N1,N2,……,Nn 的综合功能中心度；n 指网络的数量。

   v l 网络中的线（l=1,2,……,L）；Z l 指网络中的线 l 的数量占整个网络线数量的比重；I i，I j 指节点 i、节点 j 向心线的数量；O i 指从节点 i 离心

线的数量；tij 指从节点 i 到节点 j 联系线的数量；Ti，Tj 指节点 i、节点 j 所有联系线的数量；i，j 指 i=1,2，……，I  j=1,2，……，J   i ≠ j ；fij 指

从节点 i 到节点 j 的联系线相对于节点 i 和节点 j 所有联系线的比重；fji 指从节点 j 到节点 i 的联系线相对于节点 j 和节点 i 所有联系线的比重。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的 101 000 条长距离出行，并且按照出行目的分为商业出行、

假日出行和休闲出行，采用“S-dimensions”测度方法，结

果表明法国是以巴黎为主的单中心空间结构，而德国是由汉

堡—汉诺威—不来梅、莱茵—美因茨、莱茵—鲁尔等区域构

成多中心空间结构，并且不同时段“流”测度的区域空间结

构存在差异 [23]。

3  区域城市腹地划分

传统腹地划分是采用断裂点理论、Huff 模型来比较不同

城市吸引力的绝对量 [31,32]。相较于传统的统计数据，1955 年

格林基于铁路、航运的车票数据以及调查统计货车的移动来

确定人流、物流，以报纸的流通范围和电话通信数据代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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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流，并且以联邦银行的业务往来建立金融联系，通过对比

区域内交通流、信息流、资本流等数据的等值线，划分了纽

约与波士顿两大城市间的腹地边界 [33]。1974 年贝里（Berry）

以 Huff 模型为基础，采用新闻报纸作为“流”数据测算美

国全境内主要城市的腹地 [34]。1994年米切尔森（Mitchelson）

以美国联邦邮政数据作为信息流，测算主要城市之间的腹地

范围 [35]。格雷迪（Grady）以 2010 年 1 月 15 日在美国 48 个

州 3 109 个县的 11 950 239 条银行支票的位置信息反映人的

流动性，采用分级聚类法划分腹地范围 [36]。这些方法只是以

“流”替代模型模拟，划分方法从城市之间的“流”的绝对

量的比较逐步转变为聚类法划分，避免受到空间距离衰减的

影响。 

随着城市网络关联日益密切，德吕代（Derudder）曾经

用“城市派系”（City Cliques）的方法，按照网络关联度对

每个城市的关联城市进行排序，进而划分城市子群 [37]。尽

管网络关联度较强的“城市对”（City-dyads）构成城市的网

络腹地，但区域网络格局中较弱的网络联系往往容易被忽

略，2004 年泰勒提出一种“相对关联度”的方法，划分每

座城市的网络腹地 [38]。网络腹地较传统腹地更能体现网络

的特征（表 2）。2004 年纽曼（Newman）基于贪心算法提出

了一种以网络关联测算最优社区的方法，该方法通过模块度

（Modularity）来划分社区 [39]（表 2）。2010 年拉蒂（Ratti）获

取英国（不包括北爱尔兰）范围内一个月手机通讯数据，基

于手机通讯数据的城市联系测算模块度，划分出 23 个地区 [40]。

2013 年索博列夫斯基（Sobolevsky）采用法国、英国、意大

利、比利时、葡萄牙、沙特阿拉伯和科特迪瓦等七个国家的

电话通讯数据，基于模块度方法划分区域腹地 [41]。布隆德尔

（Blondel）在进一步优化纽曼（Newman）的算法的基础上，

基于比利时 260 万人的 6 个月的电话通话记录，采用上述方

法将比利时划分为 17 个地区 [42,43]。这些算法从“流”空间角

度划分区域城市腹地，有别于传统的腹地划分方法，带来了

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路。

无论是传统的理论模型方法还是当前的网络分析方法，

在新的“流”数据支持下，都可作为区域城市腹地划分的重

要方法。

4  理论模型验证

4.1  中心地理论与城市网络理论
中心地理论、城市网络理论是半个世纪以来研究区域空

间结构的最重要理论。中心地理论基于城市商品服务的假设

推理得到理论模型，认为区域城市存在等级体系 ；城市网络

理论则是基于区域内各种流要素构成关联网络，认为城市之

间存在功能互补的水平体系 [2]。两个经典理论的验证方法传

统上是基于城市形态的数学分析，而不是基于城市之间真实

的空间相互作用。

上述理论验证中使用过多种“流”数据。1998 年拉

恩（Laan）以荷兰全国范围的交通调查数据、劳动力调查

数据作为城市间人流联系 [44] ；2005 年纳塔莉（Nathalie）

采用比利时北部弗兰德地区（Flanders）1991 年交通调查

数据，研究城市间人流联系 [45]。2007 年梅耶斯认为克氏

中心地理论是起源于城市向消费者提供公共服务，其选择

了 1993 年、1997 年、2001 年、2005 年四个时间节点上荷

兰的高校和医院设施总部及其分支机构关联数据 [4] ；2010
年奥尔特（Oort）从荷兰的兰斯塔德地区 2005 年企业调

查数据筛选出 1 676 个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关联数据 [46]。

2016 年多兰（Doran）获取塞内加尔全国范围内 2013 年 12
个月 1 666 个基站所记录的 20.79 亿条手机通话数据作为 

信息流 [47]。

从验证结果上看，无论是在欧洲发达国家还是非洲国家，

多个研究都证实了克氏的中心地理论依然存在。但研究也发

现高等级城市有明显的外向的“流”，证明了泰勒的中心流

理论同时也成立。当前区域空间结构依然以中心地理论为主，

但同时具有城市网络理论的特征。

4.2  引力模型
引力模型作为“流”的预测模型，一直在区域空间研究

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实测“流”的获取成为可能，以“流”

数据验证引力模型成为研究热点之一。

很多研究关注人口规模和距离的相关性分析。1990 年

里特韦尔（Rietveld）采用 1983 年荷兰国内 22 个电话区之间

表 2  区域城市腹地测度方法

测度方法 公式 作用

泰勒 i 网络关联（Network Correlation） 以节点之间的网络关联强度划分网络腹地

纽曼 ii 模块度（Modularity） 以节点之间的网络关系划分最优的网络社区

注： i Vij 指节点 i 与内其他节点 j 的网络关联度，Nj 指这些节点自身的总关联度，Rij 指 Nj 回归分析得到的残差。

	  ii Q 指最大模块度，m 指网络中边的总数，Aij 指顶点 i 和顶点 j 之间一个矩阵的边数（这通常是 0 或 1），ki 指连接到顶点 i 的权重的总和。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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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荷兰与国际 27 个国家的几分钟内的电话通话数据测算城

市联系，与引力模型测算结果对比分析证明了空间距离衰减

对城市联系有较大的影响，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 [48]。

2000 年埃斯帕萨（Esparza）以美国 346 个高端服务公司的贸

易数据建立主要城市之间贸易联系，收集 1990 年的人口普

查数据和城市之间的直线距离，研究表明城市人口规模和距

离影响城市之间的贸易联系，并且距离较人口规模扮演着更

重要的角色 [49]。2008 年郑宇成（Jung）根据 2005 年韩国全

境 24 条高速公路上 238 个出入口统计的交通统计数据测算

人口规模排名前 30的城市之间的交通流，研究表明城市的

交通量与城市的人口规模的相关性达到 0.95，以 30 个城市

的人口规模、城市之间的高速路网距离通过引力模型（衰减

系数取值 2.0）测算城市之间的交通流与实测的交通流具有

极高的相关性 [50]。2009 年克林斯（Krings）采用与朗比奥特

（Lambiotte）相同的数据，采用相关性分析证明比利时的手

机通话强度与城市之间的人口规模成正比，与距离的平方成

反比，与引力模型相似 [51]。

随后研究进一步深入到模型系数的修正，主要是针对

距离衰减系数验证。格罗舍（Grosche）于 2007 年基于引

力模型建立以城市人口规模、机场服务区、乘客购买力指

数、城市 GDP、地理距离和航班平均出行时间为影响因子

的航空流的预测模型，并收集到 2004 年 1—8 月德国和其

他 28 个欧洲国家共计 137 个城市的 9 091 082 名乘客的航班

预定数据，作为城市之间的航空联系的实测数据，进而采

用多元回归法校正预测模型，得到相关参数 [52]。朗比奥特

于 2008 年以比利时 250 万人在 6 个月内的 8 100 万条手机

通话记录测算 571 个城市之间的联系，每个城市的通话联

系数量与所有城市总通话联系数量的比值作为规模，结合

城市之间的直线距离，采用引力模型证明了衰减系数值为

2.0 时与手机通话联系数量相吻合 [53]。2012 年康朝贵收集黑

龙江省一个月（31 天）13 个城市和全国 283 个主要城市之

间 4 464 多万条手机通话数据，基于手机通信联系数量、手

机通话时长所代表的城市联系测得引力模型的衰减系数分

别为 0.5、0.4[54]。

同时研究还考虑了引力模型适用性分析。2012 年卡罗兰

（Carolan）根据一段时期内的爱尔兰全国范围内手机信令

数据测算 25 个主要城镇之间的人流联系，并识别出每个用

户的居住地，对每个城市人口规模分别与工作日（周一至周

五）、休息日（周六、周日）的人流联系的比值与城市之间

的空间距离、时间距离作相关性分析。研究表明大城市之间

人流联系符合引力模型，而小城市则不适用 ；大城市工作日

比周末的人流联系更加符合引力模型 [55]。

5  区域空间结构研究中的“流”数据

5.1  “流”数据类型及应用
这些“流空间”视角下的区域空间结构研究中，人流、

资本流和信息流是三种常用的“流”数据。

人流数据的获取通常是交通调查数据或者是客运班次估

测。由于西方国家的交通调查统计较为详细（精度可达居住

街区），成为人流联系数据的主要来源，但调查数据成本较高；

相对而言，航空、铁路等客运班次数据获取成本较低，并且

能够用于不同的洲、国家等宏观区域尺度的人流联系 [56]，缺

点是客运班次无法统计实际上座率以及私家车等个人出行行

为，准确性较低。因而早期“流空间”的区域空间结构研究

仍旧以模型预测为主，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研究进展。随着移

动终端技术的发展，数据获取门槛大大降低，近期出现了以

手机信令数据等移动定位大数据测度人流的研究 [57,58]。移动

定位大数据具有样本量较大的特点，并且准确性也能达到交

通调查的程度。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的兴起，城市之间的资本联

系日益密切。真实资本流是企业之间的资本业务往来数据，

由于涉及公司隐私而无法获得。为此，学界普遍采用企业关

联数据替代，即以企业总部机构所在地与其分支机构所在地

反映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较适用于不同的国家、洲等宏观

尺度的区域研究，推动了世界城市（world city）、全球城市

（global cities）、世界城市区域（global city-region）和巨型城

市区域（mega-city region）等研究 [59-62]。

信息流常以快递、报纸发行等数据代表 [63]，但其自身受

空间距离衰减的影响，不能完全体现信息流的特征。随着信

息技术发展和互联网时代来临，基于电信和互联网的信息流

使得研究能够扩展到赛博空间（cyber space）[64,65]，能够超越

空间距离的限制，丰富区域空间的研究领域。在大数据时代

下，手机通话数据代表的信息流进一步提高了数据采样率和

精确性，也扩展了研究尺度，涉及区域城市腹地、理论模型

验证等方面 [40,54]。

近些年手机信令数据、互联网、手机通话数据等大数据

的出现，提升了人流、资本流、信息流的测度，有效地推动

了区域空间结构研究。从近些年的研究进展来看，不同类型

的“流”数据在区域空间结构研究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可

以预见，大数据将会带来区域空间结构研究的变革。

5.2  “流”数据的特点
（1）“流”数据的优势

“流”数据是区域城市之间真实的空间相互作用，回避

了传统数据、构建模型本身具有的明显的等级规模和空间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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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性的不足，为“流空间”视角下的区域空间结构研究提供

了数据基础。其次，“流”数据带来了研究方法的转变，使

得区域空间结构理论的研究从理论模型的“假设—逻辑推

理”提升到“假设—逻辑推理—验证—再假设”的阶段，进

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区域空间结构理论。“流”数据的特点在

区域中心性测度方法、多中心空间结构识别、区域城市腹地

划分和理论模型验证等四个研究方向上均得到了体现。

（2）“流”数据的局限

泰勒的研究表明同一种流在不同尺度下的区域空间结构

存在明显的差异 [30]，霍尔证实了同一区域内交通调查数据、

企业关联数据分别测算的人流、资本流代表的区域中心性各

不相同 [25]。不同“流”数据及尺度的差异，也会得出不同的

研究结论。从国外近期“流空间”研究文献来看，研究尺度

差异会造成研究结果的“量变”，而不同的“流”数据则会

引起研究结果的“质变”；同一种流的不同获取方式也会使

研究结果产生差异，但这种差异还不是本质上的差异，而是

研究数据的样本差异所产生的结果偏差。

基于“流”数据的研究使得“流空间”视角下的区域空

间结构研究取得明显的进展，但因数据获取等限制，当前研

究对不同流空间的认识还存在不足。绝大多数都采用了单一

类型的“流”数据，缺少采用多种“流”对同一区域的研究。

不同类型的“流”数据在不同研究尺度下如何使用，结果会

有何种的差异，均有待深入探讨。

6  小结与展望

从当前国外“流空间”视角下区域空间结构来看，区

域中心性测度是区域空间结构研究的基础，也是研究的关键

领域，决定着多中心空间结构识别、腹地划分以及理论模型

验证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而多中心空间结构识别、腹地划分

以及理论模型验证则是国外区域空间结构研究的三个热点问

题，反映了区域要素之间的空间组织关系，对理论和实践均

有指导意义。

不同类型“流”数据在上述四个领域的研究中均起到了

重要推动作用。尤其是大数据能更好地反映区域城市之间的

空间相互作用，为“流空间”视角下的区域空间研究提供了

新的机遇。

针对国外“流空间”视角下区域空间结构研究类型的梳

理，本文认为，从“流”测度方法出发，“流空间”视角下

的区域空间结构研究还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深入。第一是对

“物流”数据测度的“流”的分析。当前采用物流数据的研

究较少，随着交通设施发展、网络贸易的兴起，物流所反映

的城市之间物质交换日益重要，需要加以关注。第二是整合

大数据和传统数据研究。当前采用手机通话数据、手机信令

数据等大数据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大数据与传统数据所

测度的“流”各有特点，综合大数据和传统数据将是今后研

究的方向。第三是需要进一步认识不同类型“流”的差异及

适用环境。同一种“流”在不同研究尺度，以及不同获取方

式的“流”在同一种研究尺度下所测度的区域空间结构都存

在差异性。综合多种“流”数据将会进一步丰富区域空间结

构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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